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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献神话在日本的研究
──以《九隆神话》《竹王传说》为中心
赵　蕤
摘要：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先民的远古神话早在１世纪就被记录在汉文古籍
中，最有名的是夜郎国《竹王传说》与哀牢夷《九隆神话》。早在江户时代，
日本就开始研究《竹王传说》，明治时期民俗学家西村真次利用夜郎国《竹
王诞生》故事为当时陷入瓶颈的《竹取物语》起源考打开了新思路。此后，
松本信广、君岛久子也分别从历史学、民俗学的角度进行不同程度的研究；
《九隆神话》的研究关系到哀牢夷、南诏的族属问题，杉本直治郎、松本信广、
白鸟芳郎、藤泽义美、君岛久子等学者不同视角的研究丰富了西南中国少数
民族文献神话研究，同时表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东南亚民族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所以，日本的东南亚研究的一大特点是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密
不可分。在研究方法上，日本学者从单纯的文献分析到将历史遗迹考察和文
献史料调查相结合，循序渐进地展开研究是日本历史研究的一大特点，既摆
脱了历史学宏观的社会架构的表述危机，也给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彝族；日本；文献神话
作者简介：赵蕤，女，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日本
的译介与影响研究”（ 18BZW179）阶段性成果。
　　由于复杂的历史、地理等原因，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至今仍保存有大量活
形态神话，利用这些活形态神话复原日本《古事记》以前无文字时代的古层
文学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部分神话学者、古代文学研究者研究的重
心。但是，作为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先民的远古神话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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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世纪就被记录在汉文古籍中，最为出名的是《九隆神话》与夜郎《竹王
传说》。
Ⅰ　夜郎《⽵王传说》研究
　　《竹王神话》是夜郎文化中著名而又古老的一个故事，仅从东晋史学家
常璩把它编进《华阳国志》至今，就有一千六百多年，按故事年代至今，则
有三千年左右的时间，可能汉代以后就已经在民间流传。
　　《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有竹王者，兴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
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
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为姓。捐所破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
林是也。王与从人尝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水出，
今（竹）王水是也，破石存焉。后渐骄恣。……武帝转拜唐蒙为都尉，开牂
柯，以重币喻告诸种侯王，侯王服从。因斩竹王，置牂柯郡，以吴霸为太守。
及置越巂、朱提、益州四郡，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
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竹王三郎神是也。”
　　虽然在彝、侗、水、仡佬、土家、苗、瑶布依等民族中都可以搜集到这
则神话，但以彝文献《益那悲歌》中的记述最为详尽。余宏模从文献入手，
充分利用《益那悲歌》、《夜郎史传》、《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古籍，说
明有关夜郎竹王的传说在彝族历史上曾经广为传播，而夜郎（彝译 “益那”）
的历史也与彝族古代历史相关，彝文文献记载的夜郎竹王传说和夜郎谱系和
史事比汉文献的记载更加具体和充实，因而可以推断夜郎国为彝族先民所建；
朱文旭通过夜郎的地理分布、夜郎族称问题、竹王与彝族竹灵崇拜、夜郎自
大与彝族传统意识问题、黔驴技穷与彝族传说、夜郎境内民族迁徙问题的考
证提出 “夜郎为彝说”；（1）日本学者百田弥荣子指出：西南各民族都主张自己
是竹王的直系子孙，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彝族的观点，从陶学良的《彝族文
学雑俎》到朱文旭的《夜郎为彝族说》，他们最重要的根据是四川大凉山地
区的彝文文献《勒俄特依》，以及贵州地区的彝文文献《西南彝志》《爨文业
刻》、西南地区的彝文文献《彝根》《查姆》《梅葛》，文献中都有把彝族始祖
（1）  「夜郎为彝说」（朱文旭199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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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 “笃莫”，彝语里 “笃” 是 “竹”，“莫” 是 “王”，即 “竹王” 的意思。（2）
可见，百田也倾向于夜郎 “彝族说” 观点。山口八郎在贵州民族学院工作期
间，也对夜郎族属问题进行研究，通过牂柯江与夜郎国地理位置、夜郎二字
的汉音与彝音发音、都邑等问题的比较研究，指出彝族现在的风俗不仅与汉
文献可以对应，就是彝文文献的记载，以及与黔西北出土的夜郎文化各遗存
也有多处天衣无缝的对应，均有力的证实了彝族祖先创建夜郎国的历史史
实。（3）虽然尚未达到盖棺定论的程度，但 “夜郎彝族说” 已是大部分学者的
共识。
１　与《竹取物语》的对比研究
　　日本对夜郎国《竹王传说》的研究最早始于江户后期，对《后汉书》《华
阳国志》中记载《竹王神话》的研究并非是对其进行专述，而是作为《万叶
集》的 “竹取翁” 研究与日本《竹取物语》起源考的从属部分进行比较分析。
　　江户后期，对《竹取物语》素材研究的兴趣转向 “竹筒中的女孩” 的情
节，认为 “竹中诞生” 是第一要素。（4）其实，早在江户初期的元禄３年（1690）
年，日本国学者、歌人、真言宗僧人契冲就在《万叶集代匠记》中关于竹取
故事的各种典籍中指出 “《后汉书・西南夷志》中的夜郎国竹王传说中 ‘主
人公竹中诞生’ 与 ‘石上煮羹’ 的两个重要情节的相似值得注意，之间可能
存在某种关系。”（5）此后，国学大家田中大秀《竹取翁物语解》也提到《后汉
书》《华阳国志》中夜郎国 “竹中诞生” 情节与《竹取物语》的相似（6），但他
们都未进行深入研究。第一本利用夜郎国 “竹中诞生” 情节研究《竹取物语》
的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西
村真次，他利用夜郎国《竹王诞生》故事为当时陷入瓶颈的《竹取物语》起
源考打开了新思路，影响颇大。
　　西村真次判断日本竹取的故事来源于夜郎国《竹王诞生》的理由有两点。
首先，从形成的时间推断，《后汉书》在奈良时期（710‒794）已在日本广为
流传，成书于８世纪的《日本书纪》等日本古籍里均有直接引用《后汉书》
（2）  『中国神話の構造』（百田弥栄子2004: 57）
（3）  「夜郎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山口八郎，珠尼奢依2007: 17‒19）
（4）  「竹取物語素材の研究」（波多江種一1931: 9）
（5）  「万葉集の竹取翁」（小野寛1991: 30‒31）
（6）  『竹取翁物語解　５巻』（田中大秀189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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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竹取物语》的形成是10世纪，明显是《后汉书》在日本流传之后。
因此，夜郎国《竹王神话》在８世纪已被日本知识分子所熟知，并构成《竹
取物语》最重要的 “竹中诞生” 情节；其次，《竹取物语》、《万叶集》的 “竹
取翁” 与《后汉书》有两个颇为相似的情节：①主人公均从竹中诞生；
② “巨石上烹调羹”。在《竹取物语》形成的10世纪之前，《万叶集》巻十
六第三七九一歌中、有一首〈竹取翁〉咏叹天女的长歌，歌名为 “竹取翁偶
逢九个仙女赎近狎之罪作歌并短歌”，作歌缘由是 “昔有老翁，号曰竹取翁也。
此翁季春之月，登丘远望，忽值煮羹之九个女子也。百娇无俦，花容无匹
……近狎之罪，希赎以歌”。《后汉书》中也有 “王尝从人止大石上，命作羹”
的类似情节。因此，西村认为西南中国竹氏故事在奈良时代就已传到日本，
是《竹取物语》的母胎。（7）田中大秀与西村真次关于《竹取物语》素材 “中
国西南论” 的观点对后来的《竹取物语》研究影响很大，屡次被日本学者引
用，如日本著名文学家、《万叶集》研究大家土屋文明在《万叶集私注》中
也指出必须注意《华阳国志》中 “竹中诞生” 与 “石上煮羹” 两个情节。（8）
　　与国学者不同视角的是受过西方神话学教育的神话学家，庆应大学教授
松本信广，他将《竹取物语》与中国《后汉书》、《水经注》和《华阳国志》
三本古籍中记载的夜郎国 “竹王传说” 以及印度佛经《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
陀罗尼经・序品》中所载三仙人 “得法欢喜欣庆踊跃。于其住处如新醍醐消
没于地即于没处而生三竹。……一一竹内各生一童子” 的传说进行比较，认
为尽管《竹取物语》与中国、印度文献中记载的故事在 “竹中诞生” 情节上
非常相似，但不能据此断定《竹取物语》中的 “竹中诞生” 要素便是源自于
中国或是印度。通过对广泛流传于中国西南诸少数民族、中南半岛诸民族中
相关神话传说的考察，松本信广认为：在东南亚的南亚语族以及藏缅语族、
傣语族中存在着图腾信仰的痕迹，图腾的植物要素主要有瓠、南瓜、竹子等，
与之相应的便是在这些地区广泛分布着从植物中诞生人类祖先的传说。日本
《竹取物语》的原型 “竹中诞生说” 应该是东南亚固有的传说，没有必要把
它看作是印度或是中国后世传说的翻案。相反，我们可以推断，印度和中国
的此类传说，应该受到了东南亚原初文化，即以南亚语族、藏缅语族以及傣
（7）  『万葉集の文化史的研究』（西村真次1942: 380‒382）
（8）  『万葉集私注』（土屋文明1982: 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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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族为代表的种族的古文化的影响。（9）该研究影响很大，不仅成为日本 “竹
中诞生” 传说研究的奠基力作，更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揭示了在世界范围内
开展神话传说比较研究在探讨日本民族文化之源流上的重要意义。（10）
２　君岛久子的族源研究
　　不是将《竹取物语》作为辅助材料，而是对《竹王传说》故事本身进行
研究的是民俗学家君岛久子，君岛久子是日本的中国文学翻译家、民族学者，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聖徳学園岐阜教育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中央民族大
学、云南大学名誉教授，曾获得日本翻译文化奖、岩谷小波文艺奖。
　　君岛久子于1989年在其主编的《东亚的创世神话》一书中发表论文《虚
幻的夜郎国：以 “竹王神话” 为中心》，1991年在圣德学园岐阜教育大学纪
要上发表论文《虚幻的夜郎国（其二）：悲剧的英雄》，对 “竹中诞生” 神话
进行了深入研究。
　　君岛久子对司马迁《史记　西南夷列传》的夜郎国记载、东晋常璩《华
阳国志》卷四・南中志以及《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水经注》温水等文献
中的《竹王诞生》神话记载进行分析，并于1986年６月贵州威宁青彝地区
采风，结合国外学者雷金流1930年在滇桂边境采集的白倮倮的口述传说以
及国内学者何耀华等人采集的彝族故事，认为 “产生、支撑 ‘竹王神话’ 的
土地上应该有对竹特别的信仰或崇拜的习俗。竹中诞生祖先、自己也与竹融
为一体、死后归竹的风俗应该在此集团中残留。因此，广泛流传 ‘竹王神话’
与 ‘金竹崇拜’ 的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的彝族，尤其是白彝是 ‘竹中诞生’
神话和竹崇拜习俗的代表民族”，由此判断夜郎国的主体民族应该是白彝。（11）
　　随着中国南方诸少数民族 “竹中诞生” 传说的搜集和整理，君岛久子又
以最新的研究资料为依据，结合《遵义府志》、《南诏野史》、《太平御览》、《岭
表纪蛮》等文献的相关记载，考查了西南各地竹王祠、竹王庙、竹王墓的分
布，对夜郎国主体民族进行了二度考证，最后得出 “夜郎百越说” 的观点。
君岛久子指出 “与第一篇文章中提出的 ‘夜郎白彝说’ 存在差异。彝族属于
藏缅语族，是山地农牧民；而百越则属于壮侗语族，是平地农耕民。这两者
（9）  「竹中生誕譚の源流」（松本信広1951: 157‒199）
（10） 『日本学者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述评』（王晓梅2016: 98‒99）
（11） 「幻の夜郎国──竹王神話をめぐって」（君島久子1989: 7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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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怎样，有待进一步考察。”（12）应该说，我国学者关于夜郎国历史
文化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迄今尚未明确夜郎政治中心之所在，关于夜郎国
的主体民族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君岛久子以 “竹中诞生” 神话和 “竹
崇拜” 为主线所开展的夜郎研究，不仅丰富了我国有关夜郎国历史文化的研
究成果，对中国学者亦不乏参考借鉴意义。
　　松本信广与君岛久子的研究对我们的启示是 “竹中诞生” 不是某一个民
族独有的故事，必须将其放置在更广域的视角进行考察。“竹中诞生” 的故
事在东南亚各国也广泛存在，如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地区，
特别是菲律宾的土著中也流传有始祖诞生于竹的传说。从西南与东南亚，尤
其是云南与东南亚的交流史来看，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各国的神话传
说存在亲缘关系。因此，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神话，必须要考虑与东南亚的关
系，尤其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在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这一文化交汇区，既
有跨境民族在不同国度内对本民族文学进行双向乃至多向传播，也有非跨境
民族的文学在不同民族间相互交流。因而，既有西南各民族文学要素在东南
亚的流播，也有东南亚各国文学要素对云南地区产生影响；第二，作为华夏
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汇区，华夏文化与印度文化都在这一地区留下深刻影响，
并通过其外缘而向外扩张。所以，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与东南亚呈现相似
性。
Ⅱ　《九隆神话》研究
　　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最著名的神话，也是西南地区最早出现在汉书中的
神话，可追溯到１世纪杨终的《哀牢传》，此后在《后汉书》《华阳国志》《水
经注》诸书中皆有记述，跨越了汉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直至
民国这一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是一则关于哀牢妇人 “触沉木，感生子” 的
神话。与此同时，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彝、白以及壮侗语族的傣等民族都有活
形态的九隆神话流传。作为哀牢国和南诏、大理国的开国神话，它一直是学
者们关注的课题，历久弥新。由于史书《旧唐书》卷197 “南诏蛮……本乌
蛮之别种也……自言哀牢夷之后” 与《新唐书》卷222上南蛮传中：“南诏
（12） 「幻の夜郎国（其の二）──悲劇の英雄像」（君島久子1991: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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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略……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 均有关于南诏与哀牢关系的记载，
所以对九隆神话的研究既是判断哀牢夷族属的主要论证材料，也涉及南诏国
的族属问题。它不仅是中国学者研究的热点，19世纪末欧美学者已开始积
极研究，20世纪初日本学者通过文献学、历史学等方法，在西人研究的基
础上深入论证。《九隆神话》故事主要内容如下：
　　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日沙壶（壹）。
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及有一沈（沉）木，遂感而有娠。
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谓沙壹日：“若为我生子，今在呼？”
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壶与言语，以龙与
陪坐，因名曰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
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所贵也。” 共推以为王。时哀牢山
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后着
十尾。臂胫刻文。（13）
　　九隆神话虽被多种文献记载，出现不同版本，但故事情节大致相同：捕
鱼水中→触沉木而孕→产子十人→沉木化龙、九子惊走→龙舐小子→九隆为
王→兄弟娶妻→渐相滋长→代代相传。
　　关于 “九隆神话” 的族源问题，学术界经过长期的探讨、争论，形成彝
族说、傣族说、白族说等观点。如徐嘉瑞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分析了九
隆神话与蒙舍诏的关系，认为 “蒙氏本乌蛮，其祖先本蒙蛮。居西昌、盐源
一带，与哀牢种杂处其间，即所谓南中诸夷也。南中诸夷，与昆明夷。自汉
季世，即以哀牢为其共通之祖先，亦以九隆神话为其共通之神话。蒙氏一支
入永昌后，以九隆为其远祖，自言本哀牢后，乃极自然之事，但不能谓其即
汉代定居永昌之哀牢夷也”，（14）此后刘尧汉、祁庆富、王叔武、黄惠焜等早
期学者均支持南诏 “彝族说”。（15）（16）（17）（18）
　　日本学者于20世纪初开始 “九隆神话” 研究，由于当时无法进行实地
调研，中国国内相关研究也颇为零星，多利用西方学者早期对哀牢、南诏的
（13） 『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方国瑜1998: 259）
（14） 『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徐嘉瑞2005: 130）
（15） 「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刘尧汉1954: 31‒51）
（16） 「哀牢夷族属考辨」（祁庆富1985: 34‒39）
（17） 「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研究」（王叔武1985: 30‒41）
（18） 「哀牢夷的族属及其与南诏的渊源」（黄惠焜1976: 78‒84）
－30－
国研紀要152（2018.10）
研究为辅助、论证材料，但西方早期研究集中多通过 “九隆神话” 中的语言
对比研究哀牢夷、南诏国的族属问题，缺乏实证研究。1890年，英国人佩
克（E. H. Perker）最早提出 “南诏傣族说”（19），主张《新唐书・南蛮传》里
记载的南诏国官名与傣语相通，因此南诏是傣族建立的国家，印度支那半岛
上很多傣族国家多是他们建立。1900年，思考特（J. George Scott）指出傣
族女孩子出生取名时，名字中常有与汉语的 “壹” 相当的字，可以与《后汉
书》中记载的 “九隆神话” 中哀牢妇人 “沙壹” 的名字相联系。而且，思考
特还指出南诏为傣族之国的旁证是南诏的 “诏” 在新旧唐书的本传里 “王为
诏”，“诏” 在傣语里与 “王” 同义。（20）
　　西方学者也有反对对从语言学角度对 “九隆神话” 涉及到的族属问题进
行研究的，1906年思凯特（F. Skeat）与布莱登（Blagden）就指出 “仅凭语
言的类似，决定哀牢夷的族属是非常困难的”。（21）黄惠焜上世纪70年代也指
出西方的 “傣族说” 是为其殖民扩张服务的。硬说哀牢夷是泰族、南诏是泰
族所建，今天遍布东南亚的泰人都应 “缅怀” 南诏这块 “大泰族” 的 “故土”，
急切地要向人们证明云南自古不属中国。（22）
１　山本达郎关于龙的研究
　　最早研究 “九隆神话” 的日本学者是东洋史学家、东京大学教授山本达
郎，他在1939年研究印度支那历史时，曾以 “九隆神话” 为辅助材料。他
认为印度支那位于印度与中国之间位置，受印度与中国两方面文化影响。东
北部的安南属于中国文化圈，东南部的占婆、湄公河流域的老挝、柬埔寨、
湄南河领域的泰国都属印度文化圈。由于这些国家的古代历史资料不充分，
因此很难清晰其历史，只有通过考察代表它们最古老时代的建国神话进行判
断，但它们的神话又与印度、中国文化交融，因此，必须一一加以考证。
　　山本达郎与其他学者对《九隆神话》的关注点不同，并不是研究哀牢夷、
南诏的族属问题，而是关注故事中出现的佛教与龙文化两个要素。山本达郎
将《南诏野史》中的故事与《后汉书》《华阳国志》相比较，指出其与早期
（19） The old Thai or Shan Empire of the western Yun-nan.（E. H. Perker 1890: 337‒346）
（20） Gazetteer of Upper Burma and the Shan States.（J. G. Scott 1900: 188‒189）
（21） Pagan Rac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Skeat & Blagden 1906: 520‒521）
（22） 「哀牢夷的族属及其与南诏的渊源」（黄惠焜197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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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记载的明显差异，《南诏野史》中的《九隆神话》分为两部分，前半是
作为摩竭国阿育王子孙的蒙氏为首的关于支那、吐蕃、狮子、交趾等其他国
祖先诞生的故事。因为南诏推行佛教，诸国起源都从印度求的，将佛法守护
者的阿育王作为其祖先。故事的后半是九隆传说，采用《后汉书》的哀牢夷
传说，此文与《后汉书》中的情节及其相似，但《南诏野史》中特别不同的
是叫蒙伽独的人物的存在、董洪在内10姓的故事，以及其后裔建南诏的故
事三个情节。故事的前半与后半貌似没有连贯性，但前半蒙苴笃是蒙氏南诏
大蒙国之祖，后半开头出现蒙伽独，而后 “南诏出焉”，从这里可以将蒙伽
独看作是从蒙苴笃一脉相传的蒙氏，这是将两个故事结合为目的而放置在一
起。可以看到九隆氏等为浮木之子，或龙之子，这里出现了将龙子作为祖先
的故事。此故事在《后汉书》以外的《华阳国志》等有记载，其起源相当古
老，在云南西历二世纪就已存在。（23）
　　山本达郎从佛教角度分析印度支那诸国的建国故事异同是因为印度支那
半岛上多是笃信佛教的国家，建国故事既反映各国的历史事实，也受到中国、
佛教、印度教等影响，融入了外来文化。
　　关于龙的要素，杨薇、李子贤认为龙与王权的结合是中原王朝正统的王
权观，南诏对 “龙” 文化的高度认同流露出了对中原王朝大一统格局的认同，
自龙文化融入九隆神话开始，西南少数民族民族文化就已融入到了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当中。（24）杨薇、李子贤从中央与西南的关系研究，而山
本达郎则是从南诏与周围古国的关系出发，指出印度支那各古国的建国故事
都有龙的要素，而且大多将龙作为王家的祖先。要解释此现象有两个观点：
第一，将龙作为祖先的故事是从印度支那以外的地方，比如印度传来。然后
流传到印度支那各国，再加入各地自己的要素发展完善；第二，印度支那各
地原本就崇拜龙，虽然表现方式各异，但各国的建国神话中体现了对龙的崇
拜，（25）山本达郎更倾向第二种解释，即各国本来就崇拜龙，后受佛教影响，
因此各国故事也存在共通的要素。但中国学者傅光宇通过分析老挝学者马
哈・西拉・维拉冯所著《老挝史》中记载的老龙族起源神话与云南九隆神话，
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主张哀牢地区南端之鸠僚人将九隆神话带到老挝而演
（23） 「印度支那の建国説話」（山本達郎1939: 304‒306）
（24） 「九隆神话：文献记载与民间口头传承之流变」（杨薇，李子贤2010: 58）
（25） 「印度支那の建国説話」（山本達郎1939: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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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老龙族的始祖神话，所以龙文化是由云南向东南亚传播。（26）在查阅了老
挝至今还流传得关于佬族起源的建国神话，笔者也发现其故事情节与哀牢的
九隆神话几乎完全一致，因此不能忽视这里面隐藏的渊源关系。
２　杉本直治郎的 “傣族说”
　　1940年，日本历史学家、广岛大学教授杉本直治郎（1890‒1973）代表
作《阿倍仲麻吕传：朝衡传考》出版，该书并非专门研究南诏历史的专著，
而是阿倍云南节度使任期满后，从安南，经云南、四川走陆路回长安，如果
走陆路必须经过南诏。而日本人对南诏知之甚少，因此，他在书中用文献学、
历史学、语言学的方法详尽论述了哀牢夷、南诏族属。
　　杉本直治郎在对西方学者前期研究的梳理之后，并通过各种古代典籍的
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倾向于南诏 “傣族” 说。他的观点有二：第一，研究
南诏必先触及的问题是哀牢国的族属问题，历代文献中对九隆神话的描述中
都有 “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这也成为后世对九隆神话族
属问题争论的一个隐含文化要素。杉本指出 “哀牢夷以龙为图腾” “龙文刻
其身”，与今天傣族遗风一致。（27）但松本信广认为此说法未必妥当，以龙蛇
为祖先，以及纹身等并非傣族特有习俗，所以哀牢纹身等习俗不能作为其是
傣族的证据。（28）
　　第二，杉本直治郎认为关于南诏族属还有一个重要根据是 “乌蛮之别种
也”，关于 “乌蛮”，在《新唐书》卷222上的两爨蛮传里有 “东爨乌蛮” 的
记载。根据唐代樊绰的《蛮书》卷四名类 “东爨乌蛮也”，东爨为乌蛮。杉
本指出乌蛮未必只有东爨，乌蛮的概念外延更广。明朝的李元阳《云南通志》
里 “滇南虽称百蛮。要之不过爨・僰两种”。爨指倮倮，僰指傣族，因此，
建立南诏的无非这两个民族之一。（29）杉本认为 “乌蛮之别种也” 如果理解为
“倮倮的别种”，那么别种就已经变异，而不再是 “乌蛮”，即不是倮倮。
（26） 『云南民族文学与东南亚』（傅光宇1999: 78）
（27） 『阿倍仲麻呂伝研究：朝衡伝考』（杉本直治郎1940: 644‒656）
（28） 「哀牢夷の所属について」（松本信広1949: 118）
（29） La frontiere sino-annamite.（G. Deveria 188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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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松本信广的 “彝族说”
　　松本信广对日本学者引用欧美 “傣族” 说研究 “九隆神话” 的观点持反
对意见，他指出 “近年来虽然发表了一些南方诸国历史、地理风俗的很多著
作、论文，但受时局影响多数都只是对外国作品的介绍，证据与事实不充分，
在毫无学术根据的情况下做出论断”，而 “欧美的研究很多缺乏充分的根据”，
如乌坦斯（E. Wutanse）在《傣族的历史》一书中记述 “公元69年，名为柳
貌的傣族首领归顺汉明帝。公元78年，名为类牢的傣族首领起兵造反，大败。
傣族百姓大半被迫迁徙到叫做北香州的地方。253年被蜀国的诸葛亮征服，
从此，被汉族称为哀牢”。松本根据《后汉书》及其他史籍指出 “傣族的造
反是在公元76年，而且所有史籍都没有傣族迁徙到北香州的记载” 因此，
作者将哀牢判定为白族，实在值得商榷。另外一位英国学者明伦（T. Milne）
以断片化的资料将哀牢认定为傣族的一个支系，却无法提供充分的论据。作
为历史学出生的松本信广对这种论证不充分的判断坚决持评判态度。（30）
　　在充分整理前人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松本提出 “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确
定哀牢夷的所属实在困难”，尤其西人认定哀牢夷为傣族的一个重要根据是
“哀牢一词源于傣语”，如道顿（W. C. Dodd）通过 “哀牢、九、隆、坐” 等
的傣语发音与汉语发音进行比较，认定其属于傣族语，Dodd指出在傣语中
“哀” 是 “男”、“牢” 是 “人” 的意思，因此，“哀牢” 意指 “男人” 或 “哀
人”。（31）松本根据各史籍指出 “中国史书中未记载 ‘哀’ 这个民族”、“在《华
阳国志》等书中记载的哀牢国所在的永昌郡之地的民族有闽、濮、鸠獠、骠
越、身毒等族群”。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中也指出 “汉
人将从越南河内到中国云南生活的土族分为獠与爨两类”。（32）因此，松本否
定道顿关于 “哀人” 的观点，并且认为西南是多民族融合、混居的地域，各
民族的语言也会相互影响，仅凭几个单词判断神话的族属实在过于武断。而
且，南诏没有自己国家的文字，因此无法从南诏国自己固有文字的文献资料
研究，前期研究者主要以中国史书里零星记载的南诏语为线索，而且都是汉
音的假借。哀牢、乌蛮、白蛮等都是此种情况。因此，关于民族的归属问题
只从语言学判定是值得怀疑的，而且仅有极少的词汇为线索。况且，云南古
（30） 『東亜民族文化論攷』（松本信広1968: 100）
（31） The Tai Race.（W. C. Dodd 1923: 778）
（32） 『交广印度两道考』（保罗・伯希和，冯承钧译2003: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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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是若干民族杂居地，语言文化不断交流、融合，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得以
保留这也是一个问题。因此，为了克服语言学上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多采用
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
　　松本认为决定南诏种族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父子联名制，这不是傣族的
风俗，而是藏缅语族中多数民族的习俗，这一点是否定 “傣族说” 的重要证
明。而且，松本信广支持凌纯声的观点，凌纯声在《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
考》中主张乌蛮语言具有混合的特点，基本与彝语相同，乌蛮属于广义的藏
缅语族彝语支，因此被称为 “乌蛮别种” 的南诏是彝族支系，提出南诏主体
民族为倮倮的观点。
　　在对史料充分的研究基础上，对前人关于 “九隆神话” 中哀牢夷的所属
问题研究进行公证全面的评价是松本信广对彝族神话研究的重要贡献。同时，
他认为在考古等资料缺乏的情况下，认定哀牢夷所属实在困难的观点是人文
科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学术态度。
４　白鸟芳郎与藤泽义美南诏史学中的 “九隆神话”
　　南诏族属的研究与 “九隆神话”、哀牢夷族属问题密不可分，但一直以
来有关南诏民族系统的研究将以南诏王族为中心的南诏蒙姓部族的民族系统
问题与南诏国的构成民族，特别是主要构成民族系统问题混为一谈。南诏国
绝不仅由南诏部族构成，它还包括乌蛮种与白蛮种等各大小不一，人数众多
的各部族。白鸟芳郎则是很早就将统治民族与主体民族进行区分的学者之一。
　　关于南诏统治民族蒙姓部族属于 “乌蛮种” 的观点受众多学者支持，但
持 “傣族说” “藏族说” 的也不少。白鸟芳郎通过对南诏的文献史料、唐代
云南地方史的考察以及与《九隆神话》相关照，明确指出 “南诏国严格说来
是倮倮族（乌蛮）征服白蛮建立的国家。建国的蒙氏是 ‘倮倮’”、“南诏是倮
倮建立的国家是勿庸置疑的”（33）首先，《后汉书》“九隆神话” 记载中有纹身
习俗，而此习俗也存在南诏国段氏的白蛮种族中。在唐代云南地方史《白古
记》南诏野史中关于 “九隆神话” 的后半记载有 “九隆兄弟娶之为十姓”，
其中被娶女方之一的 “酋” 姓为白蛮之姓，此后，他明确通过语言、习俗、
历史等研究，推论 “哀牢是乌蛮，即藏缅语族。入侵白蛮之地，成为统治者，
（33） 「南詔大理の住民爨・僰人・羅羅・民家との関係」（白鳥芳郎1953: 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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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地势力者联姻，建立了国家”。
　　长期以来，关于南诏民族系统论国外学者以傣族与藏缅语族某一民族为
中心，主要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而史学出生的藤泽义美更多采用历史学、文
献学的方法厘清各史籍中记载有关南诏、哀牢、九隆神话的关系，她首先从
中国古籍中抽取出有关记载：
　　Ａ、“南诏……中略……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出自《新唐书》卷
222《上南蛮传》。即南诏属于乌蛮种，是汉代的哀牢夷之后。
　　Ｂ、南诏蛮 “本乌蛮别种也……中略……自言哀牢之后”，出自《旧唐
书卷》197《南诏蛮传》。即南诏属于乌蛮的别种，自称是哀牢夷之后。
　　Ｃ、“六诏并乌蛮……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山、在诸部落之南。姓蒙
……中略……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出自《蛮书卷》三六诏条。即蛮书
记载南诏与其他五诏都为乌蛮种，而且附记自己是永昌地方一位叫沙壶的妇
人的后裔。
　　通过 ABC比较研究，可以看出Ｃ的蛮书记载最忠实地传达了事实。因
为 “自言” 非常重要，表明是南诏王蒙氏自己附会了永昌（哀牢）的九隆传
说，是沙壶子孙。
　　此后，《唐会要》与《资治通鉴》也有相关记载：
　　Ｄ、“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出自《唐会要》卷99《南诏蛮》。即
南诏是乌蛮别种。
　　Ｅ、“归义之先，本哀牢夷地……中略……先有六诏……中略……蒙舍
最在南，故谓之南诏”，出自《资治通鉴》卷214玄宗开元26年９月条。即
蒙归义的祖先本是哀牢夷，原先共有六诏，蒙舍在最南面，所以称为南诏。
　　总结以上历史史料，藤泽义美指出：
　　（1）南诏蛮，特别是南诏蒙氏为 “乌蛮之别种” 的史料典籍源于《蛮书
卷》“六诏并乌蛮”。
　　（2）“乌蛮之别种” 的表达是始于《唐会要》或《旧唐书》，《新唐书》
是模仿其表达。
　　（3）“哀牢之后” “哀牢夷后” “哀牢夷地” 等《旧唐书》、《新唐书》、《资
治通鉴》里的记载源于史料《蛮书卷》的 “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
　　在梳理了历代史书的不同记载，以及可能存在的关系后。藤泽义美将研
究重点在 “九隆神话” 与南诏蒙氏始祖故事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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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咸通年间的南诏王是蒙氏第11代王 “世隆 “，别名 “酋龙”。南诏前
７代皆为乌蛮系名字，如细奴逻、逻盛炎、盛逻皮、阁逻凤、异牟寻、寻阁
劝，而从第８代以后，有很大不同，名字偏向白蛮系，如劝龙盛、劝利（盛）、
（劝）丰佑、世隆、隆舜、舜化贞等。在《南诏野史》（王本、胡本）中能看
到 “世隆” 之名，但《新唐书》与《资治通鉴》里则是 “酋龙”，《南诏野史》
（胡本）的世隆条记载 “又以世隆之名犯太宗、元宗庙讳。唐不册封。隆益
致怨望，至是自称帝，云云”。八代劝龙盛以后，南诏王名的变化上，特别
与 “龙” 或 “隆” 相关，其背景在于南诏王室的历史动向。其中值得注意的
是，《南诏野史》记载的 “世隆” 为原名。藤泽义美指出这会联想到哀牢夷
的 “九隆传说”，“世隆” 的名是否模仿 “九隆”。而且，《南诏野史》（王本、
胡本）中均记载有世隆母亲感生而生龙的故事，胡本野史中的龙的感生神话
的主题与哀牢 “九隆神话” 完全一样，这也许是杨慎附加的。
　　因此，藤泽义美通过 “九隆神话” 与蒙氏始祖神话的关系研究，指出至
少乌蛮种的南诏蒙氏在11代世隆前后南诏王族蒙氏就已经将哀牢 “九隆神
话” 附会为自己的祖源。（34）因此，在此历史背景下，可以明白很早洱海边就
有关于龙的传说在白蛮间流传。蛮书里记载 “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的 “沙
壶” 是从汉代开始流传的哀牢九隆传说中的妇人。
　　从《后汉书》卷116・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等可以看
出哀牢文化及后汉的哀牢动向。哀牢民族已经是以稻作为中心的相当发达的
农耕文化阶段，很大程度受到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响，很早就形成了哀
牢文化。汉代哀牢文化圈不仅限于云南西部的永昌盆地，还包括云南西半部
的大理盆地。云南地区古代文化的发祥在汉代是从哀牢文化与滇文化开始，
前者是西部大理盆地中心的文化，后者是东部昆明盆地中心的文化。滇文化
有浓厚的中国汉族文化色彩，而哀牢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更深。
　　南诏蒙氏属乌蛮种，但很早就南下迁徙到大理盆地南部的蒙化地方，受
到张氏白子国文化影响而发展，而张氏继承了哀牢文化，因此，蒙氏在各方
面都比其它乌蛮明显发达。因此，从广义上讲南诏蒙氏是哀牢文化孕育而来。
南诏蒙氏虽是乌蛮种，但通过比自己先进的白蛮文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因为不原意在文化程度低的乌蛮文化中寻找自己的源头，而将自己作为哀牢
（34） 「南詔の民族系統と哀牢伝説について」（藤沢義美196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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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张氏白子国文化的后继者，自言为哀牢出生，而诞生了哀牢九隆神话
为南诏蒙氏的始祖传说。因此，藤泽义美认为 “本乌蛮别种” 的记载指意指
原本是乌蛮种，但比其它乌蛮种明显白蛮化的意思，因此，南诏是汉代哀牢
文化事实上的继承者。（35）
５　君岛久子感生视角下的 “九隆神话” 研究
　　山本达郎从比较神话视角研究 “九隆神话”，松本信广、白鸟芳郎、藤
泽义美用历史学方法解释，杉本直次郎利用文献学研究，但从感生传说的视
角研究的是君岛久子。感生神话又被称之为 “贞洁受孕” 神话，（36）“感生”
指人的出生不是经过男女肉体交合，而是感外物而生。通常讲述一位女性感
神奇的外物而孕育生下民族或部落的首领或英雄，因此与创世神话也有较密
切的关系，“九隆神话” 是一则典型的感生神话。
　　君岛久子将此神话分为前后两部分：
　　（1）一位叫沙壹的女性居住于哀牢山，去水中捕鱼。
　　（2）碰到沉木，怀孕，生下10个男孩。
　　（3）沉木化为龙，只有第10子坐其背上，
　　（4）龙舔小儿子，母因为其坐于龙背，而命名其为 “九隆”
　　（5）成年后，因为被父亲舔过，诸兄推举其为王。
　　（1）到（5）为第一部分，是妇人碰到龙生下男孩，不久成王的感生神话。
后半是关于九隆一族的状况。
　　（6）居住于牢山脚下的一对夫妇生下10个女儿，与九隆兄弟结婚，一
族逐渐繁荣。
　　（7）人人皆纹身，著尾。
　　（8）九隆死后代代相传，分立为各小国。
　　（9）山川险阻，与中国未有交替。
　　后半是讲述与10姐妹结婚，一族繁荣的故事，这一族都是有龙文的纹
身民族。
　　君岛久子从感生角度研究 “九隆神话” 的主要目标是分析九隆神话的结
构，寻找有共通要素的类似故事，然后从分布状况给九隆神话定位。
（35） 「南詔の民族系統と哀牢伝説について」（藤沢義美1961: 18）
（36） 「拉法伦之民俗观」（徐华龙1983: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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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故事的基本主题是 “一位姑娘碰到水中的沉木（龙），怀孕生下10子，
末子成王。”这是云南地区最古老的一类故事。在它之前的感生传说，据《诗・
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37），即吞下玄鸟蛋，怀
孕生子。另一则感生传说在《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
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
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
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即履足迹受孕而生子，（38）这应该是中国最
早关于感生传说的记载。
　　如果说殷周是远古的神话，人物也是虚构，那么汉高祖则是历史中真实
存在的人物，从父亲太公，母亲刘妪的名字来看是出生无名，但为了强调自
己的权威，创造了龙种的故事。可以看出在司马迁编纂《史记》的时代，民
间已经存在对龙、龙子的敬畏与崇拜。君岛久子指出汉高祖出生的故事虽被
看做伪作，但与哀牢夷的九隆传说中的与龙感生，生下帝王情节相同。从哀
牢夷之王、九隆、以及母亲触龙生下龙子的情节可以将其视作感生传说的一
环，其流传与后来的南召王、白王、大理国段家的出生来历相关。
　　与龙相关的感生传说，通常与支配者阶级、王权相连，因为龙有潜入水
中，升到天空的属性，可以调配作为农耕社会根本的水资源，同时因为可以
与天一体化，因而具有掌控天下的意思。但是，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并没与
王权相结合，而是感生的龙子成为拯救民众的英雄，或为民众降雨等，是直
接与民众生活相关的，此类记录较早出现在晋的陶潜的《搜神后记》卷十、
唐的刘恂《嶺表録异》、宋代记录古文献的《太平广记》中，此后清代的《古
今图书集成》、袁枚的《子不语》、吴研人的《札记小说》等多有记载。
　　君岛对文献与口传的地域分布比较，指出人类女性感应龙，并诞生龙子
的传说，在长江以南流域广泛分布。（39）此地，古代是被称为越族、百族的人
群居住，而越族作为 “断发纹身 “的民族在古代文献中被记载。
　　唐代，云南建立了南诏国，南诏国的创世神话是哀牢夷的 “九隆神话”，
大理国段氏的传说也是出于此系统。南诏积极引进佛教，此后大理国继续此
政策，因此故事中佛教色彩浓厚。与王权相结合的龙母传说，在南诏、大理
（37） 『十三经注疏』（阮元校2007: 622）
（38） 『十三经注疏』（阮元校2007: 623）
（39） 「哀牢夷の九隆神話──感生伝説視点から」（君島久子1991: 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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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白族间广泛流传，因此，君岛认为与王权相结合的支配者阶级的传承
主要由藏缅语系的民族传承，而不与王权相结合的民间龙母传说，在曾经被
称为百越的地域流传。九隆神话的分布则是是两种类型故事的结合点，属于
民族文化融合地带。哀牢所在德永昌现在也是彝族、景颇族、阿昌族、傣族、
傈僳族等民族杂居之地。在九隆神话中也有体现，如牢山上居住的女性生的
龙子与牢山下夫妇的女儿结婚，成为九隆一族。山地民与平地民的接触，或
游牧民与农耕民的融合，都显示了传承九隆神话的哀牢民族集团的复合文
化。（40）
Ⅲ　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学者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文献神话研究的特点如下：
第一，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东南亚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日本的
东南亚研究的一大特点是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密不可分。西南与
东南亚有着地理上的亲缘关系，导致了众多民族的跨境而居。佐佐木
高明曾指出 “东南亚的大河流，都以云南的山地为中心，呈放射状流
向四方。这些大河流的河谷以及夹于河谷之间的隘道，自古以来就是
民族迁徙的通道。”（41）作为华夏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汇区，华夏文化
通过这里传播到印度等国，而印度文化也通过这里传播到中国内地。
如山本达郎在《印度支那的建国神话》中指出 “印度支那各地原本就
崇拜龙，所以各国的建国神话中体现了对龙的崇拜，后受印度佛教影
响，因此各国故事在民族交流、融合中产生了共通的要素。”
第二， 长期以来，日本的中国研究偏重于文献研究，一方面是由于日本保存
了大量汉文文献，另一方面，也因为日语中汉文训读的特殊阅读方式
可以避免汉日翻译中的误读。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千
字文》、《孝经》等带往日本。一般认为，这是汉字、汉文化正式传入
日本之始，也是日本宫廷接受汉字、汉文化之始。在漫长的岁月中，
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研究始终以汉文文献为主。
第三， 史学研究引入人类学田野方法，从单纯的文献分析到把历史遗迹考察
（40） 「哀牢夷の九隆神話──感生伝説視点から」（君島久子1991: 90‒94）
（41） 『稻米之路』（渡部忠世1982: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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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献史料调查相结合、循序渐进地展开是日本历史研究的一大特点，
既摆脱了历史学宏观的社会架构的表述危机，也给史学研究注入新的
活力。随着学科的进一步成熟，历史学在田野中寻找到与人类学沟通
的契机，两个学科互相在对方身上发现方法论和思想上的可取之处，
历史民族志可能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用以应对危机的的最佳表达载体。
如白鸟芳郎从1979年以后频繁访问中国，并与当地学者进行学术交
流，成为其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机。
第四， 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表述方式的发展，君岛久子对《九隆神话》从感
生视角进行的研究是建立在人类学视域之下的。长期以来，在表述中
国文化方面的困境是：以汉文书写为载体的中国传统王朝正史习惯于
以中原帝国为中心的叙事，多族群的边缘视角遭到长久的蔑视和忽略。
但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像华夏文明这样丰富多样而持久，所
以要强调多族群的、多元的互动视角。君岛从文学人类学视角的叙事
方式强调了少数民族文献神话研究所需要的多视角、多学科态度。
第五， 在对日本资料进行大量检索以后，笔者发现日本对西南文献神话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处于停滞状态，研究者青黄不接。从上世纪80
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可以自由进入西南山区进行田野，并直接和调查
者对话，学者们对至今依然流传在少数民族中的活形态神话兴趣浓厚，
特别是工藤隆在利用彝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口传神话复原日本上古
文学方面成绩突出。（42）《古事记》研究大家三浦佑之对工藤隆的研究
曾做出如下评价 “日本古代文学研究者都无法抵抗追溯日本文化起源
的诱惑，工藤隆利用村落祭祀中原生态吟唱的神话复原古老神话现场，
给《古事记》进行了新的定义。”（43）但与此相对，文献神话研究在君
岛久子之后至今无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42） 工藤隆相关著作：『中国少数民族と日本文化　古代文学の古層を探る』（工藤隆2002）『四
川省大涼山イ族創世神話調査記録』（工藤隆2003）『日本・神話と歌の国家』（工藤隆2003）『雲
南省ペー族歌垣と日本古代文学　施珍華　ペー語歌詞表記』（工藤隆2006）『古事記誕生　「日
本像」の源流を探る』（工藤隆2012）『歌垣の世界　歌垣文化圏の中の日本』（工藤隆2015）『古
事記の起源を探る創世神話』（工藤隆，真下厚，百田弥栄子共編2013）
（43） 「書評『古事記の起源』」（三浦佑之2007）
－41－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献神话在日本的研究
参考⽂献
一、中文
朱文旭（1997）「夜郎为彝说」『贵州民族研究』1997(4)、128‒135頁。
王晓梅（2016）『日本学者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述评』贵州大学出版社。
方国瑜（1998）『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云南大学出版社。
徐嘉瑞（2005）『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云南人民出版社。
刘尧汉（1954）「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历史研究』1954(4)、
31‒51頁。
祁庆富（1985）「哀牢夷族属考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10)、34‒39頁。
王叔武（1985）「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4)、30‒41頁。
黄惠焜（1976）「哀牢夷的族属及其与南诏的渊源」『思想战线』1976(12)、78‒84
頁。
杨薇，李子贤（2010）「九隆神话：文献记载与民间口头传承之流变」『楚雄师范
学院学报』2010(4)、58頁。
傅光宇（1999）『云南民族文学与东南亚』云南大学出版社。
徐华龙（1983）「拉法伦之民俗观」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全编『民间文艺
集刊（第四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74頁。
阮元校（2007）『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保罗・伯希和，冯承钧译（2003）『交广印度两道考』北京中华书局。
二、日文
百田弥栄子（2004）『中国神話の構造』三弥井書店。
山口八郎，珠尼奢依（2007）「夜郎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7(4)、17‒19頁。
波多江種一（1931）「竹取物語素材の研究」『日本文学』２巻３号、９頁。
小野寛（1991）「万葉集の竹取翁」『国語国文論集』20、30‒31。
田中大秀（1895）『竹取翁物語解　５巻』松屋書店。
佚名著，赵乐牲译（2002）『万叶集』译林出版社。
西村真次（1942）『万葉集の文化史的研究』増訂４版、東京堂。
土屋文明（1982）『万葉集私注　１巻』筑摩書房。
松本信広（1951）「竹中生誕譚の源流」『史学』25巻２号、157‒199頁。
松本信広（1968）『東亜民族文化論攷』誠文堂新光社。
松本信広（1949）「哀牢夷の所属について」『東洋学報』32巻３号、118頁。
－42－
国研紀要152（2018.10）
君島久子（1989）「幻の夜郎国──竹王神話をめぐって」君島久子編『東アジ
アの創世神話』弘文堂、79‒101頁。
君島久子（1991）「幻の夜郎国（其の二）──悲劇の英雄像」『聖徳学園岐阜教
育大学紀要』21巻、23‒36頁。
君島久子（1991）「哀牢夷の九隆神話──感生伝説視点から」伊藤清司先生退
官記念論文集委員会編『伊藤清司先生退官記念論文集』第一書房、73‒94頁。
山本達郎（1939）「印度支那の建国説話」史学会編「『東西交渉史論上巻』冨山
房、304‒306頁。
杉本直治郎（1940）『阿倍仲麻呂伝研究：朝衡伝考』育芳社。
白鳥芳郎（1953）「南詔大理の住民爨・僰人・羅羅・民家との関係」『民族学研
究』(17)、45‒72頁。
藤沢義美（1961）「南詔の民族系統と哀牢伝説について」『岩手史学研究』38巻、
1‒21頁。
工藤隆（2002）『中国少数民族と日本文化　古代文学の古層を探る』勉誠出版。
工藤隆（2003）『四川省大涼山イ族創世神話調査記録』大修館書店。
工藤隆（2003）『日本・神話と歌の国家』勉誠出版。
工藤隆（2006）『雲南省ペー族歌垣と日本古代文学　施珍華　ペー語歌詞表記』
勉誠出版。
工藤隆（2012）『古事記誕生　「日本像」の源流を探る』中公新書。
工藤隆，真下厚，百田弥栄子共編（2013）『古事記の起源を探る創世神話』三
弥井書店。
工藤隆（2015）『歌垣の世界　歌垣文化圏の中の日本』勉誠出版。
三浦佑之（2007）「書評『古事記の起源』」（『日本経済新聞』２月４日）。
三、欧文
E. H. Perker (1890) The old Thai or Shan Empire of the western Yun-nan. London: 
Routledge.
J. G. Scott (1900) Gazetteer of Upper Burma and the Shan States. Rangoon, 1900, Part 
I,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Skeat & Blagden (1906) Pagan Rac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Vol. II London: Culture.
G. Deveria (1886) La frontiere sino-annamite. Paris: Larousse.
W. C. Dodd (1923) The Tai Race. London: Asiatic Quarterly.
－43－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献神话在日本的研究
Summary
The Study of Chinese Southwest Ethnic 
Mythology in Japan: 
Focusing on Jiu Long Myths and Legend 
of Bamboo King
ZHAO Rui
 Because of the complicated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reasons, there have 
been many live myths in Chinese southwest minorities. As the habitation of many 
minorities, the ancient myths had been recorded in ancient books from 1st century. 
The most famous are Jiu Long Myths and Legend of Bamboo King.
 As early as Edo Period, the Japanese people had studied Legend of Bamboo 
King of Yelang Kingdom. The first scholar who studied Princess from the moon 
was the famous historian, archaeologist, anthropologist and folklorist Nishimura 
Shinji. He had brought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Princess from the Moon 
by the story of Legand of Bamboo King. Later on, Matsumoto Nobuhiro and 
Kimishima Hisako had carried on the study from historical and folklore 
perspective.
 Jiu Long Myth is the most famous myth in Southwest of China, which has been 
earliest kept account of in Chinese books. The first Japanese scholar who studied 
Jiu Long Myth was Yamamoto Tatsuro. Different from other scholars, Yamamoto 
Tatsuro has put his focus on the Buddhism and dragon culture instead of tribe 
problems of Laoyi and Nanzhao. Sugimoto Naojiro, the Japanese historian, the 
professor of Hiroshima University, has set up the Nanzhao Dai Theory based on 
the study of some western scholars. Matsumoto Nobuhiro has held the opposite 
theory of Dai Theory. He has developed Yi Theory based on the study of Ai Laoyi 
living habits. Shiratori Yoshiro and Fujisawa Yoshimi have studied Jiu Long 
myths and developed Yi Theor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Kimishima 
Hisako has put forward the cultural compound of Jiu Long myth.
 In conclusion, the southwest myth study in Japan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Firstly, Chinese southwest minorities have many connections with the Southeast 
Asia nationalities. Therefore, the Southeast Asia study in Japan has an insepa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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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Southwest minorities. Secondly, Chinese study in Japan 
has been biased toward documents study for a long time. The reasons are that 
there are many Chinese documents and the Chinese lecture in Japanese could 
avoid the wrong reading in Chinese-Japanese translation. Thirdly, one of the 
Japanese historical study features is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i.e. from the single 
document study to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ic relic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s 
investigation. It has not only got rid of the formulation crisis of social structure, 
but also brought new vigor and vitality into historical research.
